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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須彌山第 22、24 窟開鑿於北魏時期，也是須彌山最早的中

心柱窟。中心柱是印度“窣堵坡”中國化的結果，除了分享舍利莊嚴、

佛的象徵等作用以外，還為右繞禮拜佛塔而設。石窟的四壁素壁無

造像，可能也是為了突出佛塔禮拜的功能。三層中心塔柱四面的圖

像有表現釋迦成佛過程的四相，還有四方佛和千佛，它們都是禪觀

的內容，選擇不同的圖像組合，總體都表現禪觀的觀想，是一種有

意義的空間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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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研究》（批准號 16XKG006）階段性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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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386-534 年）是佛教“中國化”進展較快的時期，在拓

跋族統治集團的主導之下，佛教傳播空前廣泛和深入，大量塔寺、

石窟興造；出家者眾多，僧團膨脹，佛教贏得了從朝廷到民間的普遍

信奉。從南北地域來看，南方突出發展了上層沙門和貴族名士的佛教

義學，而北方則更盛行避苦得樂、往生淨土的修持實踐，盛行建造塔

寺、鑿窟造像等活動。1須彌山石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興建起來的。

須彌山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北 55 公里的六盤山餘脈。

（明）楊經纂輯《嘉靖固原州志》：“須彌山，在州北九十里。上

有古寺，松柏桃李鬱然，即古石門關遺址。”2（明）劉敏寬纂次《萬

曆固原州志》：“須彌山，在州北九十裏。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鬱然，

即古石門關遺址。元封圓光寺”。3 須彌山石窟開鑿在整個須彌山東

麓，是絲綢之路石窟宗教文化的重要遺存。整個石窟群分四个時期

開鑿，一期的年代為北魏末至西魏初年（500-535 年），二期主要

約在西魏時期（535-557 年），三期的年代應屬北週期間，約始於

明帝，下限至武帝法難時（558-574 年），四期的年代約始於複法後，

延續至隋末唐初（580-618 年）4。洞窟分散開鑿在呈扇面展開的八

座山峰的東南崖面上，分八個區：大佛樓、子孫宮、圓光寺、相國寺、

桃花洞、松樹窪、三個窯和黑石溝 。5

1 孫昌武《北方民族與佛教：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第 113-114 頁。
2 （明）楊經纂輯《嘉靖固原州志·明固原州志卷之一》，載《嘉靖萬曆固原州志》，

銀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2 頁。
3 （明）劉敏寬纂次《萬曆固原州誌上卷》地理志第一，載《嘉靖萬曆固原州志》，

銀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34 頁。
4 陳悅新《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華夏考古》1995 年第 4 期，第

78-94 頁。
5 王琨、佘貴孝編著《須彌山石窟》，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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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時期是須彌山石窟開鑿的初創期。這一時期的洞窟分佈在

子孫宮區的南面及中部，共有十三個，占全部洞窟的十分之一，其

中禮拜窟（中心柱窟）有四個，包括第 14、22、24 窟和第 28 窟 6。

除此之外，還有禪窟和僧房窟。須彌山石窟在北魏時期出現了較多

覆鬥頂窟，而這種窟形在敦煌石窟中直到西魏時期才出現。須彌山

石窟中心柱樣式與龜茲地區有較大差異，雖然接受了印度支提窟的

基本理念，但採用中國式的方塔形式來重新營建支提窟，造像的組

合突出了“禪觀”思想。而在北魏洞窟的這四個中心柱窟中，第 22

窟和第 24 窟是較為典型的洞窟，從洞窟的組合關係來看，兩窟毗鄰，

且在同一高度，有共同的棧道，與上方的第 23 窟僧房窟構成了一個

組合。從洞窟留存現狀來看，兩窟均只在中心柱上雕刻造像，開凿

之初并未在其他壁面開龕、造像。除了中心柱上的圖像反映禪觀思

想以外，四壁素壁無龕像是為突出佛塔的禮拜供養，這是營建者有

意設計所致，其宗教功能頗值得關注。

陳悅新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認為須彌山第 22、24 窟的建造年

代為北魏時期 7，筆者贊同此觀點。第 22 窟為平面方形，寬 3.15 米、

進深 3.10 米、高 2.7 米，覆鬥頂，中心塔柱窟；中心柱分上、中、

下三層，上層四面各鑿一圓拱形淺龕，龕內雕一坐佛，龕外兩側各

雕一脅侍菩薩，造像漫漶，其他兩層風化嚴重，情況不明；洞窟東、

南、西三壁及窟頂均素面無龕像 8（圖 1）。第 24 窟窟門長方形，主

室平面方形，寬 4.5 米、進深 4.2 米、高 4.1 米，覆鬥頂，中心塔柱窟，

6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著《須彌山石窟內容總

錄》（以下簡稱《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7 頁。
7 陳悅新《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華夏考古》1995 年第 4 期，第 88 頁。
8 前揭《總錄》，第 52-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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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壁窟門上方開明窗；中心塔柱由方形塔座和柱身兩部分組成，柱

身上小下大，分上中下三層，每層以橫樑相間，四面各開一尖拱形龕，

龕內雕刻有象、馬、佛、菩薩等；東、南、西三壁及窟頂均素面無

龕像 9（圖 1）。這兩個洞窟是須彌山石窟最早的中心柱窟，對研究

原州以及中國北魏時期的佛教具有重要意義。開鑿於大約同時期的

第 28 窟中心柱已毀，其上也應雕鑿有內容，四壁亦無龕像 10。下文

主要以北魏第 22、24 窟為例，討論須彌山北魏洞窟的空間佈局及宗

教功能。

一、北魏石窟中的覆鬥頂造型

須彌山石窟北朝洞窟的窟頂主要有平頂、覆鬥頂、攢尖頂和穹

窿頂，其中大量的覆鬥頂窟是其很重要的一個特點。須彌山石窟北

朝覆鬥頂窟各朝代數量為：北魏 6 個、西魏 6 個、北周 6 個，未定

具體時期 7 個。統計如下表（表 1）：

9 前揭《總錄》，第 54-56 頁。
10 前揭《總錄》，第 7 頁。

圖 1  須彌山第 22、24 窟連續平面圖及外景（筆者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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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須彌山北朝石窟覆鬥頂窟統計表

序
號

窟號
朝
代

形制圖 窟頂
是否有中心

柱、壁面開龕
圖片來源

1 10K11

北
魏

 圖 1

小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38 頁，圖一一

2 13K

圖 2

小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40 頁，圖一二

3 14K

圖 3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41 頁，圖一三

4 22K

圖 4

覆鬥頂
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53 頁，圖二三

5 24K

圖 5

覆鬥頂
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55 頁，圖二五

6 28K

圖 6

覆鬥頂
中心柱、

三壁三龕

採自《總錄》

第 59 頁，圖二九

7 8K 西
魏

圖 7

覆鬥頂
無中心柱、

三壁三龕

採自《總錄》

第 36 頁，圖九

11 陳悅新在《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一文中，將第 10、13 窟斷代為北魏，

而《總錄》中只是定為北朝。在此，採用陳悅新更為具體的斷代。前揭陳悅新《須

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第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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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窟號
朝
代

形制圖 窟頂
是否有中心

柱、壁面開龕
圖片來源

8 32K

西
魏

圖 8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63 頁，圖三三

9 33K

圖 9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65 頁，圖三四

10 35K

圖 10

覆鬥頂
無中心柱、

三壁三龕

採自《總錄》

第 67 頁，圖三六

11 36K

圖 11

覆鬥頂
中心柱、

三壁三龕

採自《總錄》

第 68 頁，圖三七

12 37K

圖 12

覆鬥頂
中心柱、北壁

有二龕雛形

採自《總錄》

第 69 頁，圖三八

13 45K

北
周

圖 13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78 頁，圖四六

14 46K

圖 14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83 頁，圖四八

15 47K

圖 15

覆鬥頂
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86 頁，圖四九

16 48K

圖 16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88 頁，圖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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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窟號
朝
代

形制圖 窟頂
是否有中心

柱、壁面開龕
圖片來源

17 49K

圖 17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90 頁，圖五一

18 51K 北
周

圖 18

覆鬥頂
中心柱、

壁面有龕

採自《總錄》

第 93 頁，圖五三

19 40K

北
朝

圖 19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72 頁，圖四一

20 41K

圖 20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73 頁，圖四二

21 111K

圖 21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160 頁，圖

一〇八

22 115K

圖 22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163 頁，圖

一一二

23 119K

圖 23

覆鬥頂
無中心柱、

三壁三龕

採自《總錄》

第 167 頁，圖

一一六

24 120K

圖 24

覆鬥頂
無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168 頁，圖

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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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窟號
朝
代

形制圖 窟頂
是否有中心

柱、壁面開龕
圖片來源

25 121K 北
朝

圖 25

覆鬥頂
中心柱、

素壁無龕

採自《總錄》

第 169 頁，圖

一一八

從上表可以看出，加之未確定具體時期的北朝窟，北魏的覆鬥

頂窟可能會超過 6 個。中原、河西等其他地區的石窟中也有很多覆

鬥頂窟，統計如下表（表 2）：

表 2  中原等其他地區石窟覆門頂窟統計表

省份 石窟 朝代 窟號

河南
澠池鴻慶寺石窟 北魏 第 2、4 窟
安陽小南海石窟 北齊 東、中、西窟

河北
南響堂山石窟 北齊 第 6 窟
封龍山石窟 北齊晚期 第 3 窟

山西 天龍山石窟 東魏 第 2、3 窟

甘肅

敦煌莫高窟

北魏 第 252 窟
西魏 第 249、285 窟

北周
第 291、294、296、297、

299、301、438、461 窟
武威天梯山石窟 北魏 第 7、8 窟
張掖金塔寺石窟 北魏 東、西窟
張掖南山千佛洞 北魏 第 2 窟
酒泉文殊山石窟 北朝 第 6 窟

慶陽北石窟寺
北魏 第 28、165 窟
北周 第 240 窟

涇川南石窟寺 北魏 第 1 窟
永靖炳靈寺石窟 北魏 第 132、126、128 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
北魏 第 141、121 等窟
西魏 第 127 等窟

通過比對我們不難發現，須彌山石窟北魏時期的覆鬥頂窟與同

時期其他地區的石窟相比數量還是比較多的。而且覆鬥頂貫穿於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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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山石窟開鑿的四個時期 12。在敦煌石窟中，莫高窟北涼第 272 窟是

最早出現的近覆鬥頂窟，“西魏的覆鬥頂窟僅出現兩例（第 249、

285 窟），北周時，覆鬥頂窟的數量已超過中心柱窟，隋唐以後，

覆鬥頂窟就成了主流 13。”莫高窟的覆鬥頂窟在西魏形成了較為穩

定的空間模式後，後來在較長時期的石窟營建中都採用了這種模式，

形成了具有敦煌本地特色的石窟形制。那麼須彌山石窟的覆鬥頂窟

出現早、且數量多的原因何在？須彌山北魏石窟中的覆鬥頂窟，是

基於什麼原因？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產生？

覆鬥頂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石窟窟頂樣式，這一形式在印度

和中亞都很難找到。一般而言，窟頂由四壁向中心呈斜坡形，至中

心收成一個方形並向上凸起一定高度，稱為“藻井”，覆鬥頂的四

個斜向坡面稱為“披”（圖 2）。這種空間樣式是模仿世俗社會生

活中流行的帷帳，也與方形覆鬥

頂墓室的形制相似，其空間形式

其實都來源於人們生活所需的

建築形制 14。也有的專家認為，

這一形式是對中國古代“鬥帳”

的模仿（圖 3）15。學者們認為

12 前揭陳悅新《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第 94 頁：“須彌山石窟一期覆鬥 

頂、攢尖頂與彎窿頂並存，洞窟整體開鑿；二期前期窟頂同一期，洞窟以組合開

鑿為主，後期為覆鬥頂與攢尖頂，洞窟組織同前期；三期覆鬥頂，洞窟整體開鑿；

四期覆鬥頂，洞窟組合開鑿。”
13 趙聲良等著《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第 235 頁。
14 馬世長《中國佛教石窟的類型和形制特徵——以龜茲和敦煌為中心》，《敦

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49 頁。
15 蕭默《敦煌建築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44 頁。

圖 2  覆鬥頂示意圖（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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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覆鬥頂窟的直接來源是漢晉的墓葬建築形式 16。敦煌一帶的墓

葬也有不少覆鬥頂，如十六國（304-439 年）酒泉丁家閘 5 號墓，

墓頂一面繪製東王公，一面繪製西王母，與西魏（534-556 年）莫

高窟第 249窟南北披的主題內容相似。而且這種形制與券頂、圓拱頂、

人字坡頂等一樣象徵著天地四方或天穹，出現於西漢中晚期，首先

產生於洛陽、長安等統治中心，以後逐漸向四方傳播。東漢、魏晉

南北朝以後於各個歷史時期大量出現，是社會上中階層主要使用的

墓葬形式。17 也有學者認為覆鬥頂又稱盝頂，是古代一種較尊貴的

形象，直到明清，盝頂仍不失其尊貴的意義：皇帝皇后用藏璽印的

盒子仍為盝頂，稱為寶盝 18。

16 王潔《敦煌北朝覆鬥頂窟初探》，《敦煌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9-24 頁。
17 關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形制概況，可參見戴春陽《敦煌石窟覆鬥頂的考古學觀

察（下）——覆鬥頂淵源管窺》，《敦煌研究》2103 年第 4 期；張小舟《北方地

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 年第 1 期；徐殿魁《洛陽

地區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學報》1989 年第 3 期；趙超《覆鬥式、穹隆頂墓室

與與覆鬥形墓誌——兼談古代墓葬中“象天地”的思想》，《文物》1996 年第 5 期；

前揭王潔《敦煌早期覆鬥頂窟形式初探》等。
18 前揭蕭默《敦煌建築研究》，第 48 頁。

圖 3  敦煌壁畫中的“鬥帳”（1：

隋第 420 窟，2：盛唐第 323 窟）（採

自《敦煌建築研究》，第 47 頁，

圖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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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寧夏固原地區的墓葬形制如何？從目前的發掘情況來看

（表 3），自漢晉至隋唐，固原地區的墓葬頂部多為穹隆頂和券頂，

北周至隋唐固原出土的墓誌全為覆鬥形（圖 4、5、6），而墓葬本

身並未有覆鬥頂出現。故從這一點來講，須彌山北魏石窟的覆鬥頂

受本地墓葬樣式的影響不大，而涼州石窟的樣式對其影響比較大。

涼州石窟的中心柱窟做覆鬥頂，窟室壁面不開龕，中心柱分層的形

制在須彌山北魏晚期較流行，此後至隋代須彌山始終保留覆鬥頂形

制。19

19 陳悅新《中心文化對須彌山北朝洞窟的影響》，《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05 年第 7 卷第 1 期，第 9 頁。

圖 4  西魏大统十三年（547）

李賢妻吳輝墓誌（筆者繪）

圖 6  北周建德四年（575）

田弘墓誌（筆者繪）

圖 5  北周天和四年（569）李

賢墓誌（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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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固原地區墓葬統計表

年代 出土地 墓頂 圖片 備註

漢代

古城漢墓

前室穹隆，

後室、耳室

拱券頂
圖 26

采自《彭陽縣

文物志》第 62

頁

南原漢墓
前室穹隆，

後室拱券頂

圖 27

采自《固原南

原漢唐墓地》

第 16 頁加頁，

圖五 A

九龍山

2004YKJM1

前室穹隆頂、

後室拱券頂

圖 28

采自《固原九

龍山漢唐墓葬》

第 9 頁，圖三

C

九龍山

2004YKJM24
拱券頂

圖 29

采自《固原九

龍山漢唐墓葬》

第 74 頁，圖

二三

北魏
彭陽新集

1 號墓
穹窿頂

圖 30

采自《彭陽縣

文物志》第 64

頁

北魏 海子原墓 M14 拱券頂

圖 31

采自《海子原

北魏墓地發掘

報告》第 7 頁，

圖三 A

北周

天和

四年

（569）

固原南郊深溝

李賢墓
拱券頂

圖 32

采自《寧夏固

原北周李賢夫

婦墓發掘簡報》

《文物》1985

年第 11 期第 2

頁，圖二
北周

建德

四年

（575）

固原西郊大堡

村田弘
穹窿頂

圖 33

采自《北周田

弘墓》第 41 頁，

圖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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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魏時期涼州佛教對中原的影響，史書多有記載。《魏書》：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

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

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

與表同。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

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

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

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

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

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20

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戊申發佈的“禁養師巫詔”，

則顯示對僧人——特別是涼州僧人的猜防。太延五年（439），“涼

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 21。”太武

帝攻下北涼都城姑臧，遷徙其吏民三萬戶至佛教中心涼州，其中就

包括許多僧人。其時聚於平城的高僧，見於著錄的有景穆帝時期的

玄高、尚書韓萬德的門師慧崇、玄高弟子玄暢和為北涼太傅張譚所

伏膺的曇曜等。此外，被強迫遷移到平城三萬戶的涼州吏民大都是

虔誠的佛教徒。“禁養師巫詔”發佈九個月後，太武又下令處死兩

位德高望重的僧人玄高和慧崇。22 這個詔令的頒佈應該是針對一年

20 魏收（507-572）撰《魏書》卷四〈世祖紀第四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第 97 頁。
21 魏收（507-572）撰《魏書》卷一一四〈志第二十·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

1974 年，第 3032 頁。
22 （梁）慧皎（497-554）撰《高僧傳》卷十一〈釋玄高傳〉，西安：陝西人

民出版社，第 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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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玄高與太子晃的謀反而俎誅事件發佈的。

這一時期，其實河西、涼州等地的佛教對平城、關中等地影響

很大。石窟的窟頂做成覆鬥形，最早見於敦煌莫高窟北凉（397-439

年）第 272 窟（近覆鬥形，嚴格地說，該窟窟頂介於穹窿頂與覆鬥

頂之間，尚有西域石窟穹窿頂的影響。23），這種形制與敦煌魏晉

墓室的覆鬥形頂也可能有淵源關係。因此須彌山北朝石窟的覆鬥頂樣

式的來源可能是西部石窟。須彌山中心柱窟將西部的覆鬥式頂與東部

的塔柱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窟形特點，在早期洞窟中延用不衰。24

這種樣式在北魏的出現，反映了北魏在漢化過程中的華夷糅雜

現象，在印度中心柱窟窟形的基礎上，介入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制而

成為一種新的洞窟形制。須彌山石窟北魏石窟造像以及彭陽常灣北

魏摩崖造像中，諸多脅侍菩薩的圓領胡服也是較為明顯的例證。關

於石窟形制與墓室樣式的混同，巫鴻先生做了這樣的解讀：正是因

為傳統神仙思想進入了佛教石窟，當時的中國人按照漢代以來的神

仙思想來理解佛教，也常常採用自漢代發展起來的表現‘天堂’的

方式”25。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按照漢代以來的神仙思想來理解

佛教，並從空間結構上改變佛教石窟的形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

國神仙思想與佛教思想的結合 26。從表現的使用性來說，中間藻井、

四披為平面的這種形式，更適合圖畫天地，也意味著在墓室建築中

模仿天地結構的思想逐漸產生與完善。須彌山石窟北魏第 22、24 等

23 趙聲良等《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第 44-45 頁。
24 前揭陳悅新《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第 94 頁。
25 巫鴻《漢代藝術中的“天堂”圖像和天堂觀念》，收錄於《禮儀中的美術》，

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第 258 頁。
26 前揭趙聲良等《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上卷），第 239-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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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形制中的覆鬥頂，好像並不適合於這種詮釋，但北周時期，如須

彌山第 45、46 窟的覆鬥頂以及頂部的飛天等天界系統圖像，似乎具

有如此內涵。

關於須彌山石窟的覆鬥頂，還有學者持不同觀點：馬世長認為

方形平面，覆鬥頂洞窟，或可稱為帳形窟。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

種新窟形，當是源於東部中原地區。27 而與西部石窟的關係不大。

李裕群與此觀點一致，認為須彌山、麥積山、敦煌第一、二、三期

中方形覆鬥頂是三者所共有的特點 28。方形覆鬥頂窟，佛和菩薩流

行秀骨清像樣式，佛像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菩薩披巾交叉，壁畫

中出現的中原染色塊法對於敦煌一期來說都是新樣式，是中原北魏

晚期流行的新樣式，可見，敦煌在發展階段上明顯晚於須彌山、麥

積山等地。29 平面方形覆鬥頂的佛殿窟，可以說是中國本土化了的

一種窟形，這對敦煌石窟形式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同樣，須彌山一期方形、多層塔式的中心柱，也是當地北魏洞

窟所流行的，向上可追溯到雲岡二期第 1、2 窟和三期第 39 窟，這

種形制在陝北也有發現 30。諸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

二、造像內容與“禪觀”

自漢代以來，禪法盛行北土。北朝石窟的開鑿，與僧人習禪有

27 馬世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302 頁。
28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80-181 頁。
29 前揭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 183 頁。
30 安塞雲山品寺北魏第 3 窟（《陝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上）》編號為

第 6 窟），洞窟長方形穹窿頂，中央有三層方形閣樓式中心柱，造像均褒衣博帶。

參見靳之林《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 年第 4 期，第

60-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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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關係，窟內造像題材也大多圍繞禪觀而設計雕鑿，以此汲汲

於福田利益 31。從禪觀經典中可看出，在洞窟中雕鑿或繪製佛的影

像，是為了觀像修禪而用。須彌山石窟第 22、24 窟的四壁素壁無龕，

石窟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中心柱上，這些圖像及其組合中，很多都與

禪觀有關。這兩窟的中心柱分三層，每層四面開龕。第 22 窟的中心

柱上層四面各鑿一圓拱形淺龕，龕內雕一坐佛，龕外兩側各雕一脅侍，

中、下層殘毀。第 24 窟中心柱保存較為完整，其主要內容如下表（表

4），面朝窟門的正壁為北壁，前（北）、後（南）、左（西）、右

（東）四個向面造像的線描如圖（圖 7、8、9、10）。

 

31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

559-574 頁。劉慧達《北魏石窟與禪》，《考古學報》1973 年第 3 期，第 337-352 頁。

圖 7  前（ 北） 向

面（筆者繪）

圖 10 右（東）西

向面（筆者繪）

圖 9  左（西）向

面（筆者繪）

圖 8  後（南）向

面（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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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須彌山第 24 窟中心柱圖像統計表

向  面 位  置
上 中 下

北 內容 騎象太子 32 
一佛二菩薩

（無畏與愿印）
一佛二菩薩（禪定印）

圖片

 圖 34-1 圖 34-2 圖 34-3

東 內容 乘馬太子
一佛二菩薩

（無畏與愿印）
一佛二菩薩（禪定印）

圖片

圖 35-1 圖 35-2 圖 35-3

南 內容 一思惟像二菩薩
一佛二菩薩

（無畏與愿印）

一佛二菩薩（無畏與

愿印）

圖片

圖 36-1 圖 36-2 圖 36-3

西 內容 一立佛二菩薩 一佛二菩薩（禪定印）
一佛二菩薩（無畏與

愿印）

圖片

圖 37-1 圖 37-2 圖 37-3

（注：表 4 內圖片均為筆者攝。）

32 關於內容總錄中的騎象菩薩和騎馬菩薩的識別：根據整個圖像序列（下文即

將論述）判斷，騎象的不是菩薩，而應是菩薩裝的太子。乘馬的菩薩也不合適，

根據圖像總體判斷，應為佛傳故事中的夜半逾城，也是菩薩裝的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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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彌山石窟的中心柱上，出現了較為少見的佛傳題材造像“騎

象太子”和“乘馬太子”。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北魏第 431 窟塔

柱南向面上層龕內為一禪定佛像，龕外兩側分別描繪佛傳故事中的

乘象入胎與逾城出家 33。雲岡石窟中也有數例這兩個題材對稱的圖

像 34。關於佛傳作為禪觀的對象，在佛經裡可找到相關依據，石窟

造像特徵一般對應為乘白象投胎、樹下降生、初行七步口演法言、

納妃、出家逾城、苦行像、降魔、成道、鹿野苑初轉法輪等。（東晉）

佛陀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序觀地品第二》：

佛告父王 :“若有眾生欲念佛者，欲觀佛者，欲見佛者，

分別相好者，識佛光明者，知佛身內者，學觀佛心者，學

觀佛頂者，學觀佛足下千輻相輪者，欲知佛生時相者，欲

知佛納妃時者，欲知佛出家時者，欲知佛苦行時者，欲知

佛降魔時者，欲知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者，欲知如

來轉法輪時相者，欲知如來寶馬藏相者，欲知如來昇忉利

天為母摩耶夫人說法時相者，欲知如來下忉利天時相者，

欲知如來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光明相者，欲知如來詣拘屍那

降度力士相者，欲知如來伏曠野鬼神毛孔光明相者。”35

經文中提到要“欲知佛生時相者”、“欲知佛納妃時者”、“欲

知佛出家時者”、“欲知佛苦行時者”，以及“欲知佛降魔時者”等，

33 于向東《北魏至隋代敦煌中心柱窟圖像佈局的演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

（美術與設計版）2016 年第 3 期，第 67 頁。
34 雲岡石窟乘象投胎題材全部見於第三期窟龛，其中有一種構圖形式是作一菩

薩騎象，如 5-10、5、11、5-38、31、32-3、33-4、38 窟等，通常與“逾城出家”

對稱佈局。
35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一，見《大正藏》第 0643 號，

第 15 冊，第 647 頁中欄第 24 行至下欄第 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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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念佛”、“觀佛”、“見佛”禪觀而見佛，達到目的。

關於觀立像，（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觀

像品第九》云：

順觀像者，從頂上諸蠡文間。一一蠡文系心諦觀，令

心了了見佛蠡文，猶如黑絲右旋宛轉。次觀佛面，觀佛面已，

具足觀身漸下至足。如是往返凡十四遍，諦觀一像極令了

了，觀一成已出定入定。恒見立像在行者前，見一了了複

想二像，見二像已次想三像，乃至想十皆令了了。見十像

已想一室內滿中佛像間無空缺，滿一室已複更精進燒香散

華，掃塔塗地澡浴眾僧。為父母師長案摩調身，洗浴身體

上塗足油，四方乞食得好美者。……滿十方界見一切像，

身純金色放大光明。若有犯戒作不善者，先身犯戒及以今

身，見諸佛像或黑或白。以懺悔故漸見紅色，見紅色已漸

見金色，見金色已身心歡喜。勸請諸像使放光明，起此想

時念想利故見一切像。舉身毛孔皆放光明，一一光明百億

寶色，一一色中無量雜色。微妙境界悉自踴出，此念想成

名觀立像。36

觀坐像者，（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觀像

品第九》：

爾時世尊復為來世諸眾生故，更說觀像坐法。觀像坐

者，至心繫念令前立像足下生華。此華生時當起想念，令

此大地作黃金色作七寶色，隨想而現。一一寶色黃金為界，

36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九，見《大正藏》第 0643 號，

第 15 冊，第 690 頁下欄第 29 行至第 691 頁中欄第 1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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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界間生寶蓮華。作此想時有寶蓮華千葉具足，應想而

現。既見花已請諸想像令坐寶華，眾像坐時大地自然出大

白光，如琉璃色白淨可愛，眾白光間百億菩薩白如雪山，

從想像身毛孔中出。37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禪秘要法經》亦云：

唯見一像獨坐華臺，結跏趺坐，諦觀此像，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皆使明瞭。見此像已，名觀像法。38

以上《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和《禪秘要法經》中有關觀立像、

坐像的論述，是與禪觀造像有關的經典依據。須彌山石窟第 24 窟集

中於中心柱的造像內容，也是圍繞禪觀而設計，但是就具體的禪觀

內容以及組合形式而言，將佛傳四相、四方佛、千佛等內容集中於

有限的三層四面中心塔柱上，共同體現禪觀思想。

三、中心佛塔的宗教功能與四壁素壁對禮拜供養功能的凸顯

（一）佛塔與舍利崇拜、禮儀

在古代印度，佛塔一般的含義為收納佛舍利而建造的窣堵坡

（Stupa）。（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曰：

制多，梵誤也，此云聚相，謂眾壘磚石高以為相，舊

曰支提，或云制底，或雲脂帝，或雲浮圖，皆前後翻譯梵

37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九，見《大正藏》第 0643

號，第 15 冊第 691 頁下欄第 9-17 行。
38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禪密要法經》卷二，見《大正藏》第 0613 號，第 15 冊，

第 256 頁上欄第 19-2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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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訛傳也。此即標記如來化跡之處，皆置大塔，或名窣堵

坡。39

“塔”也暗示著最高的地位。而且，在印度古代存在一種普遍

的認識和理念，即：作為佛教建築的佛塔始終分享著舍利的神聖和

莊嚴，並在各地增建，受人尊崇。（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

訶僧祇律》載：

爾時世尊自起迦葉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

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佛言：“作塔法應如是。”40

在古印度的西北，很早就流行建塔。（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

等譯《五分律》：

佛言，聽有四種人應起塔，如來、聖弟子、辟支佛、

轉輪聖王。諸比丘欲作露塔、屋塔、無壁塔。41

由此可知古印度的塔可分上述三種。桑奇大塔作為著名的早期

佛塔應該算是“露塔”，須彌山石窟第 22、24 窟中央的佛塔可稱之

為“屋塔”，也是按照佛經要求所建，是為供養。中心柱窟中的這種“屋

塔”參照了中國式的閣樓式塔，已與印度——中亞的大型覆缽式塔

相去甚遠，是中原式樓閣式塔的一種過渡演變形式，由高層閣樓樣

式的方形塔取而代之且被中國化。42

39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十三，見《大正藏》第 2128 號，第 54 冊，

第 387 頁上欄第 14-15 行。
40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三三，見《大正藏》第 1425

號，第 22 冊，第 497 頁下欄第 4-6 行。
41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六，見《大正藏》

第 1421 號，第 22 冊，第 173 頁上欄第 6-8 行。
42 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臺北：覺風佛教藝術基金會，2000 年，第 116-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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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禮拜佛塔活動有關，象徵佛的佛塔安置於石窟中央的構造，

與佛教禮儀有很重要的關係。（唐）道世撰《法苑珠林》中有這樣

的故事：“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繞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

塔繞之禮拜。於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

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

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眾僧戲為作塔。

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共相將齎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屍，迴詣

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

還歸天上。獼猴學僧戲為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

造塔寧無果報？ 43”可見繞塔之禮拜的功用。在古印度的寺院中心

也曾一度盛行建塔，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曰：“我涅槃後，若

有眾生，以珍寶、伎樂供養舍利，乃至禮拜、右繞一匝，合掌稱歎。

一莖花散，以是姻緣隨其志願，於三乘中各不退轉。44”勸說和強

調禮拜供養佛舍利，以及獻花讚歎佛的功德。其中的“右繞”，即

為右繞佛像或佛塔。“右繞”之功德有專門佛經解說《右繞佛塔功

德經》（ 唐實叉難陀譯）45。須彌山石窟第 22、24 窟的中心柱無疑

也是特定歷史時期印度佛塔的中國化產物。

中國塔建築古已有之，且每個時期的層級以及樣式有別，一般

有三、五、七、九等層級。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酒泉曹天護

石造像塔（圖 11）和敦煌北魏石造像塔（圖 12），塔簷結構具體清

43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七，見《大正藏》第 2122 號，第 53 冊，第

581 頁中欄第 24 行至下欄第 5 行。
44 （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卷七，見《大正藏》第 0157 號，第 3 冊第 211

頁中欄第 27 行至下欄第 1 行。
45 （唐）實叉難陀譯《右繞佛塔功德經》卷一，見《大正藏》第 0700 號，第

16 冊第 801 頁中欄第 26 行至第 802 頁中欄第 2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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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酒泉曹天護石造像塔（筆者攝）  

圖 12 敦煌北魏石造像塔（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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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分別為三級和五級。（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記載建於

北魏煕平元年（516）的永寧寺塔，為木構建築，有九層 46。山西朔

縣崇福寺出土北魏天安元年（466）亦為九級塔，石材。莊浪縣出土

北魏五級造像塔，簡化了每一層的塔簷造型（圖 1347）。隆德縣神

林鄉出土寧夏固原博物館藏四面造像塔節，現存一層，應也為多層，

每層之間的塔簷結構已簡化至極（圖 1448） 。                

須彌山北朝洞窟中的中心柱窟皆在主窟而開鑿，其中心柱與中

原北方其他地區的北朝石窟一樣。早期的中心柱多作多層塔式，北

魏第 14 窟（圖 15）、第 24 窟（圖 16）均為三層塔式，西魏第 32

窟的柱身分七層，以及被毀的北魏第 28 窟，西魏第 33、35、36 等

窟也應為多層式，與雲岡二期第 1、2、6窟和三期第 39等窟基本一致，

46 （北魏）楊炫之撰《洛陽伽藍記》卷一，明末汲古閣津逮秘書刻本，第 1 頁：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裡禦道西。

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裡，南界昭玄曹，北鄰禦史臺。閶闔門前禦

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

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

府南有衣冠裡。禦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

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淩陰裡，即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

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刹，複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

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

法之征，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寶瓶下有承露

金盤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複有鐵鏁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

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

一百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鈴，

合有五千四百枚。複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

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

聞及十餘裡。
47 採自張寶璽編著《甘肅佛教石刻造像》，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年，

第 113 頁，圖 133。
48 採自寧夏固原博物館編著《固原歷史文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年，

第 135 頁。



須彌山北魏洞窟的空間佈局及其宗教功能：以第22、24窟為例的考察    223

圖 13  莊浪縣出土北魏造像塔

（採自《甘肅佛教石刻造像》

第 113 頁，圖 133。）

圖 16  須彌山第 24 窟中心柱（筆者攝）圖 15  須彌山第 14 窟中心柱（筆者攝） 

圖 14  隆德四面造像塔節（採自《固原歷史

文物》， 第 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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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陝北安塞縣雲岩寺北魏第

6 窟的三層樓閣式中心塔柱 49

（圖 1750）極為相似。這種塔

柱不同於雲岡二期第 6 窟及鞏

縣神龜至孝昌年間（518-528

年）第 1、3、4窟的那種方形柱。

由此推知一期以塔簷（陳悅新

謂“隔梁”）分層的塔柱可能

是受其影響，在形制上將樓閣

簡化為塔簷 , 其年代不應早於

雲岡三期 (494-524 年 )。51

到北魏晚期，中心柱形制

開始發生變化，即由多層塔式

向單層方柱式演變，如鞏縣石

窟既有上、下兩層的雲岡舊制

（如第 4 窟），又出現單層方柱的新制（如第 1、3 窟），北齊時，

舊形制消失，如南響堂第 1、2 窟（圖 1852），水浴寺西窟，姑姑洞

下窟皆作單層方柱。敦煌北魏中心方柱四面開龕，一般在正面開一

大龕，其餘三面分上下層各開一龕。西魏以後，中心柱四面均開一

龕。須彌山北魏第 22、24 窟多層塔式是北方早期中心柱樣式的有力

49 前揭靳之林《陝北發現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第 80-81 頁。
50 採自《陝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

（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681 頁，圖 11-34-19。
51 前揭陳悅新《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第 89-90 頁。
52 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第 246、247 頁，圖 12、13。

圖 17  陝北雲岩寺第 6 窟中心柱（採自《陝

西石窟內容總錄·延安卷》，第 681 頁，

圖 1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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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且從每層之間雕出方簷來看，既非敦煌、酒泉石塔那般形象

而繁複，也並非像莊浪、隆德等地出土石塔那樣素面無任何裝飾，

有明顯簡化的趨勢，即向方柱式過渡。53 這種複節式佛塔（造像塔）

的出現應在東部地區，如山西的南涅水等，這種多層分節的塔原來

有些也可能有單獨的塔簷。

（二）四壁素壁對禮拜供養的凸顯

須彌山石窟的部分中心柱窟如第 22、24 和第 47、121 窟等窟，

僅中心柱上有內容，石窟的其他壁面素壁無飾，沒有開龕造像，一

般人可能會認為是未完成的中心柱窟，筆者認為並未因其他原因未

完成，而是有意為之，是為突出禮拜供養的內涵。

印度早期的支提窟往往在洞窟中心建立樸素的佛塔，窟內也較

少裝飾。阿旃陀（公元前 2- 公元後 7 世紀）第 10 窟也是只有一個

簡樸的佛塔和列柱的支提窟，最初可能也繪製了壁畫，不過現存壁

53 前揭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 104-105 頁。

圖 18  鞏縣石窟第 1 窟中心柱東面、南面、北面、西面圖（採自《中國石窟鞏縣

石窟寺》，第 246、247 頁，圖 12、13）



226    王  豔  魏文斌

畫則是後代重繪的（圖 19）。54 又如安德拉邦的貢塔帕裡支提窟，

也是非常素樸，這種設計主要的目的在於佛塔禮拜的功能，而其他

的視覺圖像在這一過程中出現與否是不重要的。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淨行品》55 所宣揚的繞塔供

養禮拜，可以得到種種福業，道理淺顯，通俗易懂。這些內容很容

易為一般的僧侶和世俗階層所接受 56。這種簡單的修行方式無需知

曉太多的儀軌也無需太多複雜的裝飾即可進行，重點在於通過繞塔

禮拜而達到內心的練就。莫高窟北涼第 268 窟開鑿時代最早，據推

測可能是樂僔或法良使用過的禪窟，最初開鑿之時尚未繪製壁畫，

54 前揭趙聲良等著《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上卷），第 145 頁。
55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見《大正藏》第 0278 號，

第 9 冊第 430 頁上欄第 23 行至第 432 頁下欄 17 行。
56 前揭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 235 頁。

圖 19  阿旃陀石窟第 10 窟（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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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涼時期才繪製了壁畫。57 響堂山中洞雖然與北洞同屬一期，

但在開鑿時間上要略晚於北洞，因此在外觀上已經考慮到整體的效

果，初步嘗試用柱子將洞窟與上層的覆缽丘連為一體，但在塔刹部

分的表現上仍很原始，沒有較多的裝飾，重點表現仍以覆缽丘為主，

這期塔形窟均為中心方柱式塔廟窟，規模較大。選擇這樣的窟形恐

怕也是為了便於人們禮拜 58。

我們在中原等地的其他石窟中也可找到類似的設計。響堂山北

朝石窟中有這樣一種窟形：平面基本呈方形，在主室正中鑿有中心柱，

僅中心柱正面開一大龕，中心柱左、右、後均低矮，似隧道，可稱

之為甬道。主室四壁不開龕。屬於這一型的只有北響堂中洞一窟（中

洞主室四壁為明代補刻）59。李裕群將中洞四壁不開龕的原因歸於

隧道，中洞因隧道原因不開龕。60 筆者認為四壁不開龕與隧道影響

關係不大，主要還是有意經營，與須彌山第 24 窟的建造一樣，素壁

是為突出禮拜供養。

河西石窟中出現了很多四壁不開龕或很少開龕的中心柱窟，是

受中原的影響，只是壁面多繪製千佛，張寶璽將這類窟稱為具有千

佛性質的洞窟。61 文殊山石窟北魏第 4 窟中心柱正面開一龕，其餘

三面不開龕，窟壁亦不開龕，（北魏—西魏）第 9 窟與此相同。金

塔寺、馬蹄寺、天梯山不開龕的形式，確與須彌山第 22、24 窟有相

同的表現，其性質、功能與須彌山應該相同，突出塔供養與禪觀的

57 前揭趙聲良等著《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上卷），第 25 頁。
58 趙立春《響堂山北齊塔形窟述論》，《敦煌研究》1993 年第 2 期，第 38 頁。
59 唐仲明《響堂山石窟北朝晚期中心柱窟的“西方”因素》，《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4 年第 2 期，第 89 頁。
60 前揭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 11 頁。
61 張寶璽《河西北朝石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8-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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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慶陽北石窟寺第 70 窟為西魏開鑿，窟內中心柱上部與東壁相

連，中心柱東側鑿較大空間，四壁均無造像，當未完工。62 關於“當

未完工”的論述，筆者認為應該是突出禮拜供養。

自北魏孝文帝宣導佛教義學後，北方義學逐漸盛行，至東魏、

北齊形成了禪、理並重的局面。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

中指出：“及魏之末葉，北方義學興盛，中國僧人俱修訂法，而且

有其所宗之經典。禪智兼弘，成為一時之風氣，以至釀成隋唐之大

宗派。”63 因此須彌山中心柱第 22、24 窟只有中心柱有內容，而其

他壁面素壁無飾的設計，是為突出禮拜供養，而減少其他的干擾，

這與北朝佛教中禪觀的局面是相契合的。與此同時，南朝石窟中刻

經的盛行則更加彰顯出南方重佛教儀禮的特點。

四、三層十二幅雕像的空間佈局

（一）“四相”的佈局

須彌山第 24 窟中心柱最上層的圖像佈局為“乘象入胎——夜半

逾城——半跏思惟（出家後的思惟像）——立佛（遊行像）”，這

樣的圖像佈局是有意設計的結果，其中有一個時間的脈絡，即表現

了釋迦成佛的幾個重要階段，即佛傳的“四相”，這是不同於印度

等地的佛傳“四相”。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

一切諸法有四種相，何等為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

62 甘肅北石窟寺文物保護研究所編著《北石窟寺內容總錄》（上），北京：文

物出版社，第 117 頁。
6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5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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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病相，四者滅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眾生至須陀

洹生大苦惱。64

四行相（名數）觀苦諦之苦、空無常無我之四種行相也。( 一 )

指一期生命之四種樣相：即生，老，病，死。又作粗四相、一期四相。

( 二 ) 指觀察苦諦的四種行相：即苦、空、無常、非我。如《阿毘達

磨俱舍論》：苦聖諦有四相︰ 1. 非常，2. 苦，3. 空，4. 非我。待緣

故非常，逼迫性故苦，違我所見故空，違我見故非我。( 三 ) 對於生

命現象的四種妄執：出自《金剛經》。生命現象依緣而起，並無自

性可得，而凡夫誤以為皆有恆常不變的生命主體，因而產生四種妄執，

謂之四相。此四種妄執，即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又作識

境四相、四見。( 四 ) 指有為法之四相：即顯示諸法生滅變遷的生相、

住相、異相、滅相。又作四有為相。65

從須彌山第 24 窟中心柱最上層的圖像內容組合來看，與佛教的

“四有為相”的內涵較為接近，說明了眾生都要經歷的生命過程，

但是又與其有區別，没有与“生、住、異、滅”一一對應。“太子乘象”

對應“一念托胎，十月滿足，此身即生，是為生相”，“太子騎馬”

是為太子騎馬“逾城出家”悟道誓度眾生行為，“半跏思惟（出家

後的思惟像）”一般指太子出家後，至苦行林，告別愛馬犍陟，而

起思惟之像，“立佛”則是佛成道後的遊行像或行像。反映出須彌

山石窟與印度佛教的不同。

在此再對立像作一說明。立像往往可以理解為佛成道後的遊行

64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二五，見《大正藏》第 0374 號，第 12 冊，

第 512 頁中欄第 23-26 行。
65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二六，見《大正藏》第 1558 號，第 29 冊，

第 137 頁上欄第 6 行至 137 頁下欄第 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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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或叫行像。修行像觀的次第是由坐像而入立像（行像），最後

是臥像，其中統攝法身四威儀的造像中“行像”是作為佛教徒修持

禪觀的關照聖物來看待的。（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

海經》：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眾生觀像坐已，當觀像行。

觀像行者……諸像皆起，如前立住。見像立時，當作想念，

請像令行。像既行已，步步之中，足下生華，成蓮華臺。

見十方界，滿中行像。供具妓樂，諸天大眾，恭敬圍繞。

行像放光，照諸大眾，令作金色。銀像放光，照諸大眾，

皆作銀色。白玉菩薩放白玉光，令諸大眾作白玉色。雜色

諸像放雜色光，映飾其間。此想成已，更起想念，請諸行像，

皆令以手悉摩我頭。”爾時諸像各申右手摩行者頭，是時

眾像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光照身時，行者自見身黃金色。

此想成已，出定歡喜，複更至心禮敬諸佛，修諸功德。66

佛教僧侶在戒定慧的修行中可借助靜坐與經行的禪修方式來修

行定、慧。鳩摩羅什於四世紀譯出“念佛三昧”中的“法身觀”，

並通過佛教造像中的“佛影”即造像得到發揚，佛教徒藉以行、住、

坐、臥之各種姿勢的“像觀”，使得禪修能夠得見像儀圓滿。

（姚秦）鳩摩羅什等譯《禪密要法經》云：

我於今日，但見坐像，不見行像，宿有何罪。作是念

已，複更懺悔。既懺悔已，如前攝心，繫念觀像。觀像時，

見諸坐像，一切皆起。巨身丈六，方正不傾，身相光明，

66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九，見《大正藏》第 0643 號，

第 15 冊，第 692 頁上欄第 6 行至中欄第 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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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悉具足。見像立已，複見像行。執缽持錫，威儀庠序。67

佛教來到中國以後，就不斷的變化和演進，以適應各種新的環

境和社會需求。隨著宗教的世俗化，“行像”由宗教場所擴展到世

俗社會、宗教節日的紀念儀式等方面，行像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

所謂的“行城”“巡城”也是漢魏六朝佛誕日常見的紀慶活動之一。

我國較早關於佛誕行像的記錄，見於東晉沙門法顯所著的《佛國記》。

東晉法顯題記《高僧法顯傳》：

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

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荘嚴巷陌，其城門上

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

是大乗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二四里作四輪像車，

髙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盖，像立車中二

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虚空像去門百步。

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

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婇女遥散衆華紛紛而下。

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自月一日，

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宫耳。68

（二）中層與下層分別構成了“四方佛”

“四方佛”也是禪觀的內容，（姚秦）鳩摩羅什譯《禪秘要法經》

卷中：

67 （姚秦）鳩摩羅什譯《禪密要法經》卷二，見《大正藏》第 0613 號，第 15 冊，

第 255 頁下欄第 23-27 行。
68 （東晉）法顯題記《高僧法顯傳》卷一，見《大正藏》第 2085 號，第 51 冊，

第 857 頁中欄第 12-2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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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繫念，觀琉璃人，琉璃地上，於四方面生四蓮華，

其華金色，亦有千葉，金剛為臺，有一金像結跏趺坐，身

相具足，光明無缺，在於東方，南、西、北方，亦複如此。69

就石窟的造像特徵而言，一般表現為中心柱窟的四面各開一龕，

龕內各造一佛，有身光和項光，足下有蓮花。雲岡石窟第 6 窟的中

心柱即如此。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等認為除了莫高窟北魏第 

254 窟塔柱正面龕內為交腳彌勒佛外，倚坐佛皆為倚坐釋迦像，“中

心柱四面龕內造像似乎與釋迦‘出家’、‘苦修’、‘成道’、‘說法’

各相有關，這符合禪觀所要求的觀佛傳各相。塑思惟菩薩和交腳菩薩，

則有靜慮思惟，請彌勒解決疑難，求生兜率的意義。”70 金塔寺東、

西窟，覆鬥頂，中心柱上下一般粗，二層或三層開龕造像。下層四

面龕內各造一佛及脅侍，似乎也表現了出家、苦修、成道、說法等

內容。東窟中心柱上層四面各造三佛。西窟中心柱上層則是坐佛、

佛裝彌勒、彌勒佛、思惟菩薩的組合。三佛、十方佛和一佛二弟子、

一佛一菩薩一天王的造像組合出現在中心柱上，值得注意的。根據

這一特徵，結合須彌山第 24 窟的石窟性質，我們不難推測出它的中

心柱中層與下層的圖像組合，亦構成了“四方佛”，這四面的造像

也可能與釋迦牟尼“出家”、“苦修”、“成道”、“說法”有很

大關係，這種圖像組合也與禪觀所要求的觀佛傳各相相吻合。從第

22 窟僅存的中心柱上層圖像來看，應也是這種組合。

69 （姚秦）鳩摩羅什譯《禪密要法經》卷二，見《大正藏》第 0613 號，第 15 冊，

第 253 頁上欄第 20-23 行。
70 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收錄於敦煌文物

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2 年，

第 1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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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至西魏時期中心柱窟十分盛行。關於此期中心塔柱四向面

內容解讀，學術界存在不同觀點，分歧表現在龕內主尊尊格的辨識

以及塔柱四面龕內造像之間關係方面。在須彌山北魏現存的中心柱

窟中，第 14 窟中心柱的中層（表 5），與第 24 窟一樣，也應為“四

方佛”的組合，而第 14 窟的上層與下層則分別出現了交腳和二佛並

坐，反映出須彌山中心柱窟造像組合的多樣化。賀世哲認為，塔柱

正面倚坐說法佛以及第 254 窟的交腳佛，表現的可能均為釋迦牟尼

佛，此佛與其它三向面的四身禪定佛一起表現釋迦如來五分法身像。

根據賀先生的這一判斷，我們也可以推測，須彌山第 14 窟中心柱南

面被毀的造像可能是一施禪定印的坐佛，東向面的交腳佛與北、南、

西向面的禪定佛，同樣表現了釋迦如來五分法身像的組合內涵。

表 5 須彌山第 14 窟和第 24 窟中心柱造像內容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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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歷史時期同一地域的藝術總會相互影響呈現出一定的相似

性，佛教藝術亦如此。1996 年隆德縣神林鄉出土的北魏佛、弟子石

造像塔（圖 2071），整體為梯形，四面開龕造像，其中相對兩龕平頂，

左右上角分別雕有蓮花裝飾，另相對兩龕均為火焰紋拱形龕。四龕

造像均為一佛二弟子，中間佛高髮髻，結跏趺坐，弟子站立兩側。

其中兩佛龕佛作說法印，另兩佛龕佛施禪定印。佛面相清秀，高肉

髻，衣紋清晰，線條舒展下垂。原塔應是多層相疊，此為其中的一層。

雖然其他層的內容不得而知，但就這一層的圖像來說，同須彌山石

窟第 24 窟的中心柱窟一樣，四面開龕，每龕內雕一坐佛，也應為“四

方佛”的圖像組合。

（三）簡化的“千佛”與脅侍菩薩頭上的化生童子

所謂千佛，是指在同一時期出現的一千尊佛，最初是指“賢劫

千佛”。《千佛名經》等佛典記載，在過去的莊嚴劫和現在的賢劫內，

71 採自前揭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歷史文物》，第 134、135 頁。

圖 20  隆德縣神林鄉佛、弟子石造像塔 （採自《固原歷史文物》，第 134、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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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有一千人成佛；未來的星宿劫內，也將有一千人成佛。過去世

莊嚴劫一千佛，現在世賢劫一千佛，未來星宿劫一千佛，合成“三

世三千佛”72。作為禪觀的物件，表現“十方諸佛”的思想，劉慧

達 73、賀世哲 74 都已對此做過研究，這種組合也是北朝洞窟中常見的

重要禪修內容。

有時候由於空間的有限，無法雕鑿刻畫數量眾多的佛，因此出

現了千佛的簡化形式。王景荃在其《試論北朝佛教造像碑》中指出

“有千佛題材的簡化形式，表現為九佛或十一佛”75。須彌山第 24

窟上層一身佛、中層四身佛、下層四身佛，共九身佛，也可認為是“千

佛”的簡化形式。北魏第 14 窟，中心柱上、中、下三層共十二個佛

龕，除了最上層的交腳菩薩之外，其他共十一身佛像，也是“千佛”

的一種簡化形式。

在第 24 窟中心柱的下層南面龕內脅侍菩薩頭上有化生童子形象

出現，這可能與淨土思想有關。這些天人可視為構成佛教天界圖像

的一部分 76。在其他北朝石窟以及北朝造像碑的龕楣中常常出現，

須彌山石窟北魏洞窟龕楣上部的化生童子，反映出這一時期造像的

傳承性與一致性。

72 失譯《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卷一，見《大正藏》第 0446a 號，第 14 冊，第

371 頁上欄第 16 行至中欄第 3 行。闕譯《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一，見《大正藏》

第 0447a 號，第 14 冊，第 376 頁上欄第 9-20 行。闕譯《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卷一，

見《大正藏》第 0448a 號，第 14 冊，第 388 頁上欄第 21 頁至中欄第 9 行。
73 参見劉慧達《北魏石窟中的“三佛”》，《考古學報》1958 年第 4 期，第

91-101 頁。
74 參見賀世哲《關於十六國北朝的三世佛及三佛造像諸問題》，《敦煌研究》

1992 年第 4 期，第 1-20 頁，1993 年第 1 期，第 1-10 頁。
75 王景荃《試論北朝佛教造像碑》，《中原文物》2000 年第 6 期，第 40 頁。
76 吉村憐認為這表現出蓮花化生的情景。吉村憐《雲岡石窟蓮花化生の表現》，

收錄於同作者《中國仏教圖像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84 年，第 35-53 頁。



236    王  豔  魏文斌

四、結論

開鑿於北魏時期的須彌山第 22、24 窟，是須彌山石窟最早的中

心柱窟，其內部的中心柱是印度“窣堵坡”中國化的結果，除了分

享舍利莊嚴、佛的象徵等作用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為了右繞禮拜佛塔而設立，石窟的四壁素壁無造像，可能也是為了

突出這一佛塔禮拜的功能而設計。

須彌山第 24 窟三層中心塔柱上層的造像“乘象入胎、逾城出家、

半跏思惟（出家後的思惟像）與立佛（佛成道後的遊行像）”構成

了釋迦成佛的過程的“四相”，中層和下層四面造像都是四方佛，

三層造像中的九身坐佛是簡化的“千佛”，無論是“四相”、四方

佛還是千佛，都是禪觀的內容，總體都表現禪觀的觀想。脅侍菩薩

頭上的化生童子反映了须弥山北魏石窟中的淨土思想，共同豐富了

原州北朝佛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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